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 8月 第 17卷 第 4期 
Journal of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Aug. 2016, 17(4):035–041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16.04.006 

乡村社会日常人际传播及其社会功能 
费爱华 

(南京市社会科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8) 

摘 要：乡村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传播主要有“招呼”、“聊天”、“闲话”和“骂街”四种类型。日常人际

传播是乡村各种社会关系得以形成和运行的纽带，是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方式，也是村民形成社区心理认同

的基础，具有一定的社会关联功能。日常人际传播明确了传播者在村庄里的地位和角色，有助于乡村社会规范的

形成和乡村社区秩序的维护，发挥了一定的舆论监督作用，具有一定的秩序建构功能。另外，面对“拥挤”的乡

村社会，日常传播也有利于妒忌和怨恨等不良情绪排泄，化解乡村纠纷，发挥安全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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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daily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 rural society and its social function 
FEI Aihua 

(Nan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210018, China) 

Abstract: The daily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rural society, which includes "greeting", "chat", "gossip" and 
"street-cursing", has social relevance, regulatory and safety valve function. The daily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contributes to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the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affairs and the psychological identity of the 
villagers. It helps to clarify the status and role of the villagers, to construct the rural social network, to establish the rural 
community order, and to carry out the supervision of public opinion. In addition, it is conducive to the excretion of envy, 
hate and other negative emotions, and the resolution of rural disputes in the "crowded" rur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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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中国乡村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生产方式的变迁导致中青年外出打工人数增多，乡

村社会老龄化和空心化，而大众传媒的普及导致外

来文化渗透、宗族观念弱化、乡土人情逐渐淡薄等

等。尽管如此，因稳定地缘关系的存在，中国乡村

社会仍是一个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在日常

生活中人们相互间仍旧保持着较强的依赖性和互

动性，人际交往频繁。与城市社区具有发达的大众

传播相比，乡村社会沟通交流主要是通过人际传播

进行。因此，对乡村人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有助

于加深对乡土社会的理解，丰富人际传播学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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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在乡村社会中,人际传播主要有“招呼”、“聊

天”、“闲话”和“骂街”等四种类型。“招呼”

是相互认识的人之间为表达礼貌而进行的一种简

短的人际传播形式。在乡村，打招呼是约定俗成的

礼貌行为，“同一个街坊的男女在街上或田里碰到

时应该打招呼”[1]，其主要内容是问候，即通常所

谓的“寒暄”，是人们在社交时出于礼貌的需要，

以客套的方式表达意义、联络情感的语言形式。“聊

天”是在关系相对较为密切的人之间进行的内容更

为广泛、时间更长的人际传播。相互关系较为熟悉

的人，“招呼”可能是一场马拉松“聊天”的开始。

聊天“是一次游戏，好比打网球一样，球越久不落

地才越好。”[2]“闲话”则是关系很近的人之间表

达对村里或周遭熟悉的亲戚、朋友、邻居、干部等

的不满，并对其进行负面评价的一种人际传播。“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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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与“聊天”的不同之处在于，“聊天”主要涉

及村庄“外面”的一些事，即使谈到村庄内部事务

也通常是对事不对人，与个体村民关系不大，不涉

及对个人的评价，不会引起纠纷，所以是“无关痛

痒”的；而“闲话”所涉及的则是村庄内部、传播

者身边的人与事，往往涉及个人隐私，特别是对与

谈话双方都相互熟悉、关系较为密切的个人的负面

评价上。“骂街”则是通过咒骂别人表达愤怒的一

种特殊的人际传播。在整个过程中，骂者就像舞台

表演一样，站在村庄的公共区域，或像讨伐者一样

站在冒犯者(很多情况下是怀疑对象)的家门口，诉
说自己如何吃亏、如何被冒犯，并用各种各样的脏

话去咒骂冒犯自己的人。 
学者有关乡村人际传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

个方面，其一是乡村社会人际传播的总体性研究，

如传播主体、传播信息、传播机制等[3]、人际传播

中信息交换[4]、人际传播的变迁[5]等；其二是乡村

政治活动中的人际传播，比如选举中的候选人面向

选民的人际传播[6]、村民政治参与中的人际传播[7]、

上访中的人际传播[8]、乡村治理活动中的人际传播
[9]等；其三是有关“闲话”的研究，如闲话的意义

和权力[10]、闲话的属性[11]，闲话的变迁及功能异化
[12]等等。上述研究对乡村人际传播的研究奠定了较

好的基础，但缺少对乡村社会日常生活中人际传播

整体性、系统性的分析，而仅仅局限于“闲话”一

种形式，对日常人际传播的功能还缺少更深入的研

究。笔者拟透过社会学视角对乡村社会中主要人际

传播的社会功能进行探讨。 

一、关系发展与社区认同的社会关联功能 

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村民累世聚居、互动频

繁，形成了村落的共同文化，构成了村民之间紧密

联系、相互信任的精神纽带。而随着工业化发展导

致农民大规模流动，当代村庄社区相对传统村庄而

言正逐步走向“陌生化”，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逐渐

疏离，村庄向心力弱化，乡村社会似乎真正进入到

一堆互不相干的“马铃薯”状态。“疏离”的乡村

社会不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不利于村庄公共事务

的开展，更不利于新农村建设的推动。因此，推动

乡村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促进村民对社区的认

同、提升乡村社区的“社会关联”[13]是十分必要的。 

乡村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传播有助于提升乡

村社区的“社会关联”。一方面，人际传播有助于

增进村民之间的关联，促进人际关系的发展；另一

方面，人际传播有助于增进村民与乡村社区的关

联，提升其对社区的认同。就人际传播增进村民之

间的关系发展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人际传播是建立和维系人际关系的基础。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是通过传播得以形成、

维持和改变的。关系的基本单位不是某个人，也不

是某两个人，而是相互间的互动[14]。招呼和聊天是

与别人建立关系的第一步。招呼是友好的表示，其

问候语不具有针对性，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从情感

表现上看通常是不经意的，其功能主要与点头、握

手或拱手之类的身体语言接近[15]。相互之间打招呼

说明两者的关系是友好的，至少不是矛盾和冲突

的。大量空闲时间是聊天的基础条件。在中国乡村，

生产力不发达，生活节奏不快，每年乡村有大量“农

闲”时间，所以对生活其中的人们来说，长时间的

聊天是一种本能。正如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所
说，“与盎格鲁撒克逊经常表现出的阴郁独处的性

格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人最主要的享乐就是同别

人聊天，无论老朋友或者陌生人都差不多。”[16]

聊天可以提供一个揭开话题的过程，并可以逐步深

入，为将来的关系发展做好铺垫，也可以增加现有

关系的范围。 
(2)人际传播是促进人际关系的手段。“熟悉是

从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
[17]建立和维持感情的办法之一，就是经常打招呼和

聊天。招呼、聊天是人们相互熟悉和深入了解的重

要途径，招呼中对非亲属关系使用拟亲属称谓，往

往更能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18]。凡是能够主动热情

与别人打招呼，或者积极回应的村民，往往都能获

得村民们正面的评价。这样的人往往性格开朗，能

和他人友好相处，因而广受欢迎，他们在村中也格

外有人缘。与之相反，不喜欢用拟亲称呼叫人、不

积极打招呼、不擅长聊天的村民，往往性格孤僻呆

板，和其他村民的关系自然就较为疏远，也较难与

别人结为亲密关系。在闲聊过程中，双方既不必劳

神费心，又不会因观点不合而陡起纠纷，正是“融

洽关系的好玩意，几乎可以说是人人爱讲，个个爱

听的”[19]。参与“闲话”的双方或多方往往彼此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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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密切、信任度较高。陌生人、关系一般的人之间

很难产生“闲话”，只有面对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人们才可能讲出对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他人进行道

德评价的闲话，因为闲话一旦传播出去，会产生一

定的人际关系风险。 
(3)人际传播还可以缓和、修复双方曾经的矛盾

关系。两个村民一旦发生矛盾，时过境迁以后，其

中一人可以通过试探性主动打招呼、聊天来改善双

方关系。哪怕对方不理，只要坚持留下这个沟通的

管道，就会重新维系两人的关系。尤其是打招呼通

过拟亲缘的称呼拉近双方的距离，即使双方有些小

矛盾或者未公开的龃龉、甚至内心的妒忌和怨恨，

也可以维持表面上的和谐。 
另外，人际传播是获得外部信息、了解外部世

界的基本形式，是人们相互交流的原始方式。乡村

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传播为村民之间互相交流信息、

促进村民和乡村社区的情感联系提供了机会，有助

于提升村民对农村社区的认同。 
(1)满足了人们对信息获取的需求。著名作家叶

圣陶介绍民国时期的聊天时曾说，“有的讲昨天的

赌局，⋯⋯有的讲自己的食谱，⋯⋯有的讲本镇新

闻，⋯⋯有的讲些异闻奇事”[20]。虽然时过境迁，

但现在村民们一起聊天的内容大同小异，小到工作

家庭生活琐事、花边消息，中到村庄事务、地方新

闻，大到国家政策、各级政治人物、公众人物、国

际新闻等等。为了满足归属的需求，人们通过招呼、

聊天和闲话等日常传播活动增进彼此的了解、分享

了各自独特信息、促进谈话双方的关系，不断确立、

维护自己与村庄的联系。“社会不仅因传递与传播

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就存在于传递与传播中。”
[21]人际传播可以满足村民的信息需求，增加村民对

乡村社区的心理归属感。 
(2)人际传播可以促进村民和社区之间的情感联

系。聊天和闲话可以给村庄和个人带来轻松娱乐的

情感享受[22]，使分享者体验到愉悦情绪、感受并增

强彼此的亲密关系[23]。辛勤劳动之后，放松肌肉和

神经的紧张是一种生理需要。因为受文化水平影响，

大多数村民没有听收音机、看电视、读报纸的习惯，

聊天就成为大家消磨时光、交流信息、娱乐享受的

主要手段。特别是一些娱乐性闲话能带给村民情感

上的愉悦和放松，从他们的开怀大笑中，可以感受

到村庄中户外聚谈的吸引力。“工做完了，男子们

也不常留在家里⋯⋯。茶馆、烟铺、甚至街头巷口，

是男子们找感情上安慰的消遣场所。在那些地方，

大家有说有笑，热热闹闹的。”[20]人际传播中的骂

街对事件的双方当事人来说是一件不快的事，但对

其他村民来说却是一个难得的娱乐活动。“骂街”

有两种类型，一是“独骂”，“骂街”过程只有骂

者一人唱独角戏，没有明确的被骂对象，通常是因

自己财产受损、被盗，却没有明确的证据指认嫌疑

人，骂者只好通过“骂街”来泄愤并对对方给予警

告。二是“对骂”，即有两个对立方参与的骂街，

通常起因于双方(如邻里、兄弟等)之间的利益情感纠
纷积累的宿怨，以一个鸡毛蒜皮的小事为导火索，

从小小的争执、说理开始，最终演变成情绪性的相

互谩骂。“那万籁俱寂的乡村，女人的骂街声也就

成为死寂的乡土社会里的狂欢乐曲，没有她们的声

音，生活就像是死水一潭。”[24]在百无聊赖之际，

村民们以事不关己甚至幸灾乐祸的态度来欣赏骂街

舞台剧，骂街过程中“观众”会被一些话语逗笑，

事后骂街中的趣事、隐私也将成为人们长期津津乐

道的聊天素材。 
(3)人际传播为乡村公共空间的形成和村民的

公共参与打下基础，促进了村民的社区认同。乡村

公共空间是指人们可以自由进入并在其中进行各

种思想交流的场所，以及在这些场所中产生的一些

制度化的组织和活动形式[25]。人们在巷头巷尾、店

旁树下自由地聚集招呼、聊天甚至闲话，交流彼此

的感受，传播各种消息，发表各自看法，增进了彼

此的理解和信任，也逐渐培育了意见领袖，形成了

乡村公共空间的原始形式。人际传播也为村民对社

区公共事件的参与创造了条件，在聊天和闲话中初

步拟定公共议题的方向，讨论乡村公共活动和公共

仪式举办的初步方案，就某些公共问题坦率发表各

自意见等等。在人际传播的基础上，村民们可以组

织正式集会，就重要的公共议题进行公开讨论，最

终形成对人们行为具有一定约束力的社会意见。

“地域共同体形成的动力机制是居民自主参与住

区公共议题的决策过程，并通过参与过程产生对地

域空间的认同”[26]。村民通过人际传播有意无意地

参与了村庄事务，在参与中加深对社区的认同和归

属，从而增进与乡村的社会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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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范生成与舆论监督的秩序建构功能 

在中国，乡村社会从来都是国家治理的难点，

传统中国“皇权不下乡”，“皇权统辖权只施行于

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27]20世纪 50年代以来，
国家通过行政体系将权力渗透到乡村，但成本巨大

且容易导致乡村社会主体性的丧失，社会整体利益

严重受损。改革开放后，国家正式权力逐步撤出乡

村，乡村治理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正朝着村庄

自治、多元治理、间接治理和依据法律的契约治理

方向发展[28]。尽管已经朝着根据法律的契约治理方

向发展，但依靠共识规范达成的乡村社会内生秩序

依然具有补充的作用，在乡村治理中有迫切的需

求，是多元治理的一部分[29]。秩序建构主要依靠社

会性共识规范的达成和规范生成后的执行来完成。

规范是社会发展演进过程中形成的行为和准则，是

社区共同价值观的具体体现，规范形成后则通过村

民的心理内化和外部舆论的社会压力对村民行为

形成约束，从而减少社会摩擦，维护社会秩序，实

现乡村“善治”。 
乡村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传播具有一定的

秩序建构功能。首先，人际传播可以明确各自在村

庄里的地位和角色，建构有层次、有秩序的乡村社

会网络。打招呼是“以语言去建立社会地位而让对

方明白的一种过程”[30]，体现了一定的权力关系。

主动积极打招呼的人往往地位相对较低，他们通过

主动、热情的方式来表达对对方的尊敬。“每个年

长的人都握有强制年幼的人的教化权力：‘出则

悌’，逢着年长的人都得恭敬，顺服于这种权力。”
[12]偶尔一个地位较高的人也会主动打招呼，这时地

位较低的对方就会觉得被“给面子”而受宠若惊，

并以双倍的热情给予回报。另外“拟亲属称谓”承

袭了其所带有的尊卑长幼之别的内容，具有一定的

社会分层功能[31]。 
聊天同样具有一定的社会分层、固化秩序的功

能。“男人从不参加女人的聚会，女人也不允许参

加男人的聚会。”[1]聊天通常发生在角色或地位相

差无几的人之间，性别、年龄、角色特征、社会地

位差距较大的人很难坐下来进行长时间的聊天。因

为聊天是一次双向交流的信息沟通，在交流中信息

被去隐私化和公开化，这种交流要求双方消除社会

距离，保持平等地位。聊天常常形成若干个圈子，

圈子内的人具有一定的平等和互利性，依靠一种长

期自然形成的信用关系加以维系[32]。不同层次的人

有不同层次的聊天圈子，圈子具有一定的封闭性，

乡村精英聊天的圈子普通村民进入是不受欢迎的，

普通村民聊天的圈子乡村精英也不屑加入。 
闲话则有利于参与者维持自己在群体网络中

的地位[33]。闲话是人们为寻求摆脱孤立状态、试图

加入到某一社会关系网络或强化其网络地位而出

现的一种人际传播。如果个人希望发掘、创造或维

持他在某个群体之中的地位和角色，那么，其所处

的社会网络之中的其他人的原始信息(如家庭背景、
婚姻状态、嗜好品性、年龄体质等)、这些人之间现
存的或潜在的关系(亲近还是疏远、友好还是敌对)，
以及这个网络内在的权力结构(谁是领袖、谁是仆
从、谁是局内人、谁是局外人)及其发挥作用的各种
非正式“游戏规则”的信息等等，都变得至关重要
[34]。这些信息正是以闲话的形式在村民们之间进行

传播，村民们通过闲话不断制造和传递与自己相互

联系的、有关人和事的各类信息，以确认、改善自

身在其所处的社会网络中的存在和地位。 
其次，人际传播可以传输村庄一致遵从的价值

观，维持村庄秩序。招呼和聊天是建立乡村共同体

的基本纽带。打招呼在乡村社会是普遍现象和日常

行为举动，内含村庄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也体现

了一定的社会关系。招呼中的称谓(“叫人”)是一
种秩序建立的仪式，它强调在乡村社会应该尊敬长

辈。招呼、聊天的信息看似平淡无奇，但这些信息

经过日积月累，在每个村民中不断充实的人际传播

中形成村庄共有的信息知识库，每个村民既积累他

人的经历记录，也在他人的头脑中被积累记载，最

终形成村庄地方性知识。闲话则通过一再重申价值

和支撑该价值的道德原则来维持一个村庄的秩序。

很多娱乐性闲话也能发挥寓教于乐的功能，对一些

不符合村庄秩序的人和事通过一些调侃的闲话，可

以为其他村民提供反面教材。在闲话的分享过程

中，对照自己和他人面对同样事情的反应，可以比

较彼此在重要的信念和价值观上的差异。使分享者

体验到愉悦情绪，感受并增强彼此的亲密关系，帮

助确立群体规范，使群体对其成员的控制力增强。 
其三，人际传播特别是闲话与骂街还发挥着舆

论压力作用。闲话发挥了村庄“舆论”功能，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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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村里那些不遵从村庄价值观、交往原则和道德规

范的个人形成“非正式的惩罚”[35]。如果村庄中个

别村民行为违背了社会伦常、当地习俗、村规民约

等，或者对其他个人、集体的利益造成损害，大家

就会背后议论他，这时闲话实际上形成了舆论压

力，因为村庄有脸面的人通常都“怕别人说闲话”，

这就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一些精英村民的不合情、不

合理行为。闲话之所以具有社会效力，形成集体压

力，就在于其背后所隐藏的村庄公共性。如果谁做

事方式触犯了村庄规范，并让村庄丢脸，大家就可

以唾弃他，并用闲话议论。闲话的实质就在于其所

具备的评判性，而其效力与合法性都来源于村庄的

公共性[33]。 

骂街则是比闲话更公开、更严厉的、面向村庄

强势人物的一种舆论监督方式。一些村民如果觉得

乡村精英的一些做法伤害了他们个人或公共利益，

面对面地交涉和论理无法奏效，而闲话的舆论监督

由于过于温和难以产生效果时，他们就会采取骂街

的形式给予对方以公开的压力，同时也唤起其他人

的注意，“煽起全村性制裁的一种行动”，形成群

体压力。作为一种有效的“弱者的武器”，骂街既

可以“以恶抗恶”的方式来出出闷气，也可以此唤

起公众的关注和支持，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乡村强权

人物对弱势群体利益的“侵占”，是一种对付强权

和暴力的一种扭曲的、变形的舆论压力。 

三、心理调适与纠纷消解的安全阀功能 

日本学者寺田浩明曾指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

犹如“载满客的电车”。“满客电车模型”这一理

论在现实仍有一定的解释力[36]。“电车”意味着有

限资源被限制在某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而“满客”

则说明希图占据资源的人数众多，所以平均下来每

个个体所能获得的资源则相对紧张。一个人占据的

资源过多，其他人能获取的资源必然减少。因此，

身处村庄的村民犹如电车的乘客，特别关注细节和

其他个人的一举一动，对他人所占据的资源都会十

分在意，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会被村民们放大、扭

曲，从而为乡村社会的各类纠纷、冲突埋下了伏笔。 
纠纷产生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中国人的

“气”或“气性”。“气也许正是理解传统中国人

求取安宁与直面冲突的一个重要枢纽。”[37]“气”

是人们在村庄生活中，未能达到期待的“常识性正

义平衡感觉”时，针对相关人和事所生发的一种激

烈情感[38]。无论是传统乡村社会还是现代乡村社

会，“气”都在中国人生活中占据一个重要地位。

在拥挤的乡村社会，“气”主要体现为妒忌和怨恨

两种情绪。妒忌是一种对地位相近的别人与本人获

取资源对比形成落差的心理失调行为，怨恨则是认

为受到直接的伤害和挫折而滋生的一种情绪，妒

忌、怨恨情绪累积可能会因为某个导火索的出现而

爆发严重的冲突。乡村社会的人际传播特别是闲话

和骂街有利于妒忌和怨恨等“气”的排泄，在“拥

挤”乡村社会发挥着积极的安全阀功能。 
科塞的安全阀理论指出，任何一个社会的运行

都会在社会主体间产生不满情绪，这些情绪积累到

一定程度时，需要安全阀“充当发泄敌对情绪的出

口”，从而使社会生活的其他部分免于受到毁灭性

的影响[39]。如果没有安全阀，累积的不满情绪有可

能超过社会系统的耐压能力，会导致整个社会系统

的崩溃和瓦解。穷人中流行的某些政治笑话是为了

嘲讽富人，被统治阶层中流行的某些政治戏剧是为

了嘲讽统治者，政治笑话与讽刺就是一种安全阀，

排泄了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不满情绪。通过释放

被封闭的敌对情绪，安全阀可以发挥维护系统稳定

的作用。一个社会系统越僵化，越不允许人们公开、

直接地表达不满情绪，就越需要“安全阀”制度[40]。

相对于城市社区而言，乡村是一个沉闷僵化的社

区，尤其需要积极发挥安全阀的功能。 
村民们的日常闲话具有释放怨气的功能。由于

村民们在平时互动中比较注重“人情”与“面子”

等问题，一些对别人内心的不满和妒忌乃至怨恨当

面难以表达，往往只有通过背后的闲话渠道发泄出

来。通过在信得过的人面前说别人的闲话，贬低被

说者的人格和地位，平衡内心的“紧张感”和挫折

感，也提升了自己的地位，从而使得妒忌情绪和怨

恨情绪得到安全纾解。“散布流言可以使传播者觉

得自己在群体中变得更加强大，更有影响力，也更

受欢迎，从而获得归属于群体中心的优越感，”[34]

使自己在一个群体内的社会地位、权力和威望得到

提升，从而改变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 

骂街则更多地排泄了怨恨情绪，有利于冲突的

消解。骂街可以及时泄愤，防止矛盾累积。一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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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在和另一个村民交往过程中屡屡吃亏，由于脸面

的问题一直忍耐，这时的一场骂街可以让吃亏方冲

破脸面的束缚，主动将双方的矛盾公之于众，在村

民们面前讨个说法，接受舆论的评议，获取舆论的

支持。“骂街”的台词通常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

简短的事实。骂街者首先会气愤地诉说自己受到委

屈的经过和事实，指责对方的不是之处，解释骂街

的缘由和来龙去脉，以取得周围村民们的同情和理

解。二是骂词，包括贬损类、诅咒类骂词。贬损类

的骂词是将对方贬为“猪”“狗”、“蛇蝎”类的

低等动物，或将平常视为隐私和禁忌的东西如人的

生殖器官、排泄物、性生活等等公开化。诅咒类詈

语则是诅咒对方丧失生命，如“不得好死”、“断

子绝孙”等等。三就是威胁语言。骂街人通过威胁

语言显示力量，用暴力语言显示说话人具有实施暴

力的能力，谋求自己在身份、力量、地位上的平衡[41]。

威胁语的功能类似于鲁迅笔下的“精神胜利法”，

可称为“语言胜利法”。虽然骂街表面上激化了矛

盾，但实际上也是解决矛盾的开端，使矛盾的解决

具有积极的趋势。正因为将矛盾公开化，利益受损

方在情理上获得舆论支持，在心理上取得一定的平

衡，同时借助大家的舆论压力，限制了强势者对自

己利益的进一步剥夺，避免了矛盾进一步升级。另

外，骂街也是张扬个性、调节心理的一种另类途径。

不平则鸣，一个人生活幸福，心境就会平静，泼妇

骂街大抵也只是因为生活的不如意。骂街时是什么

话难听骂什么，什么话最能伤人骂什么，什么话骂

出来最能出恶气骂什么。通过大骂一场“糊涂”街，

把心中积郁的气放出来，不仅心里舒畅和轻松多了，

也多少找回一点面子，让人知道我也不是随便让人

欺负的，从而找回一种心理平衡[42]。 
闲话尤其是骂街尽管属于一种“失范”行为，

但它们像“安全阀”一样可以使村民们相互之间积

累的不满情绪不断排泄出去，短期来看可能影响了

双方的关系，但长久来看则有利于社区的稳定。闲

话过程中，说闲话的和被说闲话的两人关系是扭曲

的，骂街的时候，骂街双方的亲属、邻里关系更是

被打破。不过，闲话和骂街过程中这种正常关系的

扭曲和颠覆不具有长期性和永久性，因为随着时间

的推移，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地缘或亲缘关系把双方

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被临时打破的关系在后来的往

来过程中会逐步得到修复。可见，闲话和骂街这类

日常生活中的失范和冲突具有自我排解和修复的

能力，保证了乡土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事

实上，乡村社会对闲话和骂街都持一种肯定和宽容

的态度，这是自治社会的一种本能，因为它们一方

面可以制约着强权者，另一方面为弱势群体提供一

个纾解怨气的通道。 
乡村社会日常传播既有社会关联、秩序规范和

安全阀的正面功能，同样也有一定的负面功能，尤

其是闲话与骂街，可能会导致当事人关系紧张、退

化乃至恶化甚至会出现人身伤害事件。乡村产生冲

突的第一个重要原因主要是邻里间的沟通问题[43]，

在很多乡村纠纷中，由于这种信息获得方式可以使

得纠纷当事人在事件间建立起更多、更复杂的关

联，所以闲话传播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甚

至在有些纠纷中决定了整个纠纷的展走向[36]。由闲

话、骂街导致的恶性的暴力事件会留下冷漠、仇恨，

被说闲话的人如果承受能力较弱会因“人言可畏”

而“以死明志”，同样，骂街失败的一方觉得丢面

子气不过“自杀”等等。这些都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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